
多语种史料中的成吉思汗御极叙事

张晓慧

　 　 【摘　 　 要】丙寅(1206)建号成吉思被普遍视为铁木真御极、蒙古帝国建立的标志。 建号称汗所承载的铁

木真开国御极的历史意义,似乎不容质疑。 但实际上,蒙古开国史的讲述方式,在蒙元时代的多语种史料中不

尽相同。 讲述蒙古开国史,涉及如何赋予“事件”以“意义”的问题。 除了丙寅建号,铁木真在猪年(1202 -

1203)战胜王汗的事件,以及 1180 年代首次称汗的事件,都曾被时人视为开国御极的标志性事件。 受到不同

语言文化中历史书写传统的影响,汉文、波斯文和蒙古文史籍在讲述成吉思汗开国史时,对上述事件各有

侧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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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1206 年,铁木真在征服克烈等部族之后,基本完

成了蒙古草原的统一,聚会于斡难河,建号“成吉

思”。 丙寅建号,历来被视为成吉思汗御极的标志性

事件。 不过,丙寅之外,中外史料在追溯成吉思汗崛

起历程之时,对另一个时间节点格外强调。

在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主编《史集·蒙古史》部

分中,有两节专门记载成吉思汗登临大位。 一在猪

年,即伊斯兰教历 599 年(相当于公元 1202 - 1203

年)。 一在虎年,即伊斯兰教历 602 年(相当于公元

1205 - 1206 年)。 前者是铁木真战胜克烈部王汗之

后的称帝之年,后者是建号成吉思汗之年。 对于这

两个年份,拉施特本人特作一番考辨,铁木真“称帝

的那年是个猪年,他的死年也是个猪年。 在蒙古编

年史上,则认为他御极之年是他杀死乃蛮王太阳汗

后、(群臣)向他献上成吉思汗尊号( laqab)之年”①。

在铁木真御极之年这一重大问题上,《史集》同时存

在猪年与虎年两种说法。 这种情况是如何造成的,

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。

如何定义蒙古开国的时间? 这一问题已经超出

单纯的历史“事件”层面,涉及怎样讲述历史。 即,在

将“事件”纳入“叙事”的过程中,如何通过为“事件”

赋予意义,来达到“宏大叙事”的目的。 在这一研究

思路之下,蒙元史尚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探索。 例如

邱轶皓重新解读成吉思汗与群臣饮班朱泥河水的故

事,揭示出蒙古历史“纪元”在不同史料中,从“十三

翼之战” “击败泰赤乌诸部”后移到“共饮河水”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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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。②本文就以成吉思汗御极为研究对象,通过分析

中外史料对标志性事件的不同讲述方式,探讨蒙古

开国“叙事”的不同生成路径。

一、“事件”与蒙古开国“叙事”

本节以大蒙古国为考察时段,探讨这一时期成

书的史料,在讲述蒙古历史时,赋予哪些历史事件以

蒙古开国的关键意义。

在成吉思汗的同时代人对蒙古历史和成吉思汗

生平经历的讲述中,开国御极的标志性事件尚未出

现。 1219 年《盩厔重阳万寿宫圣旨碑》刻录成吉思

皇帝赐丘处机手诏,提到“七载之中成大业,六合之

内为一统”③。 此诏虽出自汉人文臣之手,但可以反

映大蒙古国的官方立场。 诏中的“七载”,指的是

1211 年成吉思汗伐金以来。④成吉思汗帝业的起点,

既不是灭王汗后御极的猪年,也不是建号成吉思的

虎年。 1220 年左右耶律楚材制《西征庚午元历》,

“中元岁在庚午,天启宸衷,决志南伐……上元庚午

岁,天正十一月壬戌朔,夜半冬至,时加子正,日月合

璧,五星联珠,同会虚宿五度,以应我皇帝陛下受命

之符也”⑤。 郭津嵩分析,庚午年(1210)的政治意义

难以与战胜王汗的猪年、建号的虎年和出兵伐金的

辛未年(1211)相提并论,选取庚午为历元是因为制

历之法的限制。⑥这至少说明耶律楚材制历之时,官

方尚未确定成吉思汗应天受命的年份。 1221 年出使

蒙古的南宋使节赵珙讲述“鞑主始起”,只提到成吉

思汗少被金人所虏、尽知金国事宜。⑦生活在毛夕里

(Mosul)的历史学家伊本·阿昔儿(1160 - 1233)称,

鞑靼人从乞台边境崛起之后,锋镝西指河中地区。⑧

供职于花剌子模王朝的奈撒维,亲历了蒙古人在河

中地区的战争。 1241 年他写成《札兰丁传》,回顾成

吉思汗的崛起,围绕着阿勒坛汗与成吉思汗之间的

关系展开。⑨赵珙、伊本·阿昔儿和奈撒维,都是成吉

思汗的同时代人,亲历或听闻了成吉思汗的崛起与

征战。 他们对成吉思汗崛起历程的讲述,尽管在细

节上各有侧重,但共同点是都涉及他的崛起与金朝

的关联,而并没有具体地将某一事件作为他御极的

标志。

成吉思汗之后到忽必烈即位之前,时人对成吉

思汗经历的表述中,有两个时间点逐渐得到重视。

即本文开头提到的战胜克烈王汗的 1202 - 1203 年

和建号成吉思的 1206 年。 这两大事件开始被赋予

开国御极的意义。 需要指出的是,一些史料直接提

及“即位”事件,还有一些史料尽管没有用“即位”一

词,但是对这两大事件有着不同形式的强调。 有的

虽讲述了成吉思汗生平的许多故事,但以某个事件

为叙事重点,点明了事件发生的时间;有的只讲述成

吉思汗的一个事件,来概括他的生平经历。 这些史

料间接地显示出不同事件的开国意味,以下详述之。

1247 年出使蒙古的教皇使节西蒙·圣宽庭,称

鞑靼人在 1202 年杀死他们的君主,即曾经的印度君

主长老约翰的儿子,随后选举成吉思汗为首领。⑩长

老约翰的传说,可能与有景教信仰的克烈部有关。

与西蒙类似,另一教皇使节鲁布鲁克于 1253 年出使

蒙古,也以战胜王汗为成吉思汗崛起之始。􀃊􀁉􀁓1245 -

1247 年,教皇使节加宾尼出使蒙古汗廷。 他称蒙古

人已战斗四十二年,他们预定还要统治十八年。 推

算其起始时间约在 1204 年,其依据不明,可能因为

1204 年是甲子年,加宾尼对干支纪年产生了误解。􀃊􀁉􀁔

13 世纪 60 年代成书的《世界征服者史》中,有一节

是关于成吉思汗兴起的简要纪事。 其中讲述了伊斯

兰教历 599 年成吉思汗与王汗进行的战争,尤其是

两答剌罕告变和班朱泥河大战,成为此后波斯文史

籍讲述蒙古历史的一个重要母题。 这段纪事中并未

出现建号成吉思之事及其年份。 唯一标志着成吉思

汗达到事业鼎盛的年份即是伊斯兰教历 599 年。 此

后成吉思汗经历的叙述都较为简略。􀃊􀁉􀁕成吉思汗在猪

年达到事业鼎盛的说法,也能间接地找到汉文史料

的踪迹。 伊斯兰教历 676 年 (相当于公元 1277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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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8 年)抄成的《伊利汗天文表》,提及班朱泥河之

战,成吉思汗战胜了克烈部主亦剌合·鲜昆。 这一

年是猪年“癸亥”(gūy khāy),也是“中元”( jūng ūn)

的最后一年,此后成吉思汗陆续征服了乞台和突厥

诸君主。􀃊􀁉􀁖《伊利汗天文表》的相关内容,其源头应该

是某种汉文书籍。 拉施特在《史集·中国史》 “前

言”中提到,根据《伊利汗天文历表》所载乞台学者

讲述的中国历史分期,从中国历史开端到成吉思汗

杀死王汗、自立为王的猪年,已过去八千多万年。􀃊􀁉􀁗可

见在汉文史料中,曾经存在过成吉思汗猪年开国的

说法。 尽管现存的汉文史料中,找不到直接以猪年

为成吉思汗开国之年的说法,但是汉文史料编年记

事的开始时间,与猪年御极说有一定关系。 《元史》

《圣武亲征录》 《通鉴续编》,都以壬戌(泰和二年,

1202)为编年记事的开端。􀃊􀁉􀁘这一年成吉思汗与王汗

开始交恶,次年(即猪年)成吉思汗战胜王汗。 而且

《元史》1202 - 1203 年间的记事,相比之后数年篇幅

更长、叙述更详。

在同一时期,猪年说并不是成吉思汗御极的唯

一说法。 波斯史家朮兹札尼的《纳西里史话》,成书

于 1259 - 1260 年,与《元朝秘史》《世界征服者史》的

成书年代相近,有其独立史源。 在讲述成吉思汗经

历时,朮兹札尼提到的唯一一个时间点并不是伊斯

兰教历 599 年,而是 602 年,这一年成吉思汗崛起于

秦和桃花石之地。􀃊􀁉􀁙可见,分别以猪年和虎年为成吉

思汗御极的时间,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几乎在同一时

期产生。 只不过并不是所有这一时期的史书都明确

了成吉思汗的御极时间。 稍晚于《世界征服者史》成

书的《历史的秩序》(1275 年成书),涉及成吉思汗经

历的部分,只提到他进攻花剌子模的年份。􀃊􀁉􀁚

总之,在大蒙古国时人看来,建号成吉思并不总

是铁木真生平经历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关键事件。 战

胜王汗的猪年和建号称汗的虎年,都曾被当作蒙古

开国的时间。 这两种说法几乎同时产生,在中西史

料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。 不过,在大蒙古国时期

之后,伊利汗国和元朝史料中的成吉思汗御极叙事

呈现出较大的差异,下文分别加以分析。

二、波斯文史书中的猪年御极说

分别以战胜克烈部王汗和建号成吉思这两大事

件为标志,蒙元时代的多语种史料围绕成吉思汗御

极,形成了两种“叙事”模式。 本文开头提到的《史集·

蒙古史》的记载,同时体现了这两种叙事模式的影

响。 拉施特一方面说铁木真称帝的那年是个猪年,

另一方面说其御极是在杀死乃蛮王、建号成吉思之

年。 后一种说法的依据是“蒙古编年史”(Tārīkh - i

Mughūlī),此词在《史集·蒙古史》中仅此一见,难以

判断具体所指。 只能说在铁木真御极之年问题上,

所谓“蒙古编年史”的记载与拉施特依据的主要史源

存在差异。􀃊􀁉􀁛

通观《史集》的相关记事,拉施特兼采猪年和虎

年御极说,其原因除了史源差异,还可能与编撰流程

有关。􀃊􀁊􀁒由于拉施特卷入政争被杀等原因,未能完成

《史集》的统稿工作,全书存在很多自相矛盾之处。

根据最新的研究,《史集·成吉思汗传》的初稿可能

是最早完成的。 在《部族志》完成后,《成吉思汗传》

又根据编撰前者时获得的资料作了增补。 而《成吉

思汗传》的“编年纪要”部分则晚于传记主体编成。􀃊􀁊􀁓

《史集》层累的编撰过程反映在猪年和虎年御极的问

题上,呈现出以下矛盾。 关于猪年,《史集》将成吉思

汗的一生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:1155 - 1167、1168 -

1194、1195 - 1203、1204 - 1210、1211 - 1219、1219 -

1227。 可见 1203 年(猪年)具有划分时代的意义。

在《史集》的一些抄本中(如伊斯坦布尔本、塔什干

本),猪年登临汗位一节附有画像(或存或残),虎年

建号一节则并无画像。 鉴于《史集》在关键之处配有

画像的一般情况,可以推测猪年的登临汗位,被视作

成吉思汗事迹中较关键的情节。 关于虎年,《史集》

总目录中说成吉思汗在位 23 年,《成吉思汗纪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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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编年纪要”也以取得成吉思尊号为界,将铁木真的

主要生平经历划分为两部分,建号之前共 11 年,建

号之后共 22 年。􀃊􀁊􀁔可能的情况是,《史集》在初撰时采

用猪年御极说,在最后的增补定稿阶段参酌“蒙古编

年史”增入虎年御极说。

拉施特的另一部著作《五族谱》简述成吉思汗生

平如下:“征服了克烈部的君王王汗后,被称为‘成吉

思’,意为‘伟大的君王’。 此后当他杀死乃蛮部君王

太阳汗,他的王位确立和稳固了,并立起了九斿大

旗,尊号为‘成吉思汗’。”􀃊􀁊􀁕建号成吉思、立九斿大纛

的时间,被分别放置在战胜王汗和太阳汗之时,这两

大时间节点都得到强调。 成书于帖木儿王朝的《贵

显世系》,部分以《五族谱》为蓝本。 《贵显世系》在

《五族谱》成吉思汗生平简述的基础上,增加如下内

容:成吉思汗在伊斯兰教历 599 年,即 50 岁之时即

位,在 624 年死于乞台边境,统治了 25 年。􀃊􀁊􀁖可见《贵

显世系》只采用了成吉思汗御极于猪年的说法。

拉施特《史集·中国史》在概述成吉思汗生平

时,只提到伊斯兰教历 602 年建号成吉思汗一事,并

未提及 599 年铁木真战胜王汗后即位一事。􀃊􀁊􀁗 《史

集·中国史》 的同源文献 《五族谱·乞台君主世

系》,也只记载铁木真于伊斯兰教历 602 年即位,建

号成吉思汗。􀃊􀁊􀁘《史集·中国史》的史源与《史集·蒙

古史》不同,来自留居波斯的中国学者提供的资料。

在成吉思汗御极问题上,其与《元朝秘史》等汉文史

料保持一致。

可见拉施特《史集》中的成吉思汗御极,体现了

两种“叙事”模式的影响。 拉施特依据的主要史料记

载了猪年御极说,而虎年御极说则来自所谓“蒙古编

年史”和传入伊利汗国的汉文史料。

在成吉思汗御极叙事上,《世界征服者史》 《史

集》等著作,对伊利汗国及其后的波斯文史籍产生了

广泛的影响。 一些史学著作承袭了《世界征服者史》

和《史集》的主要情节,既提到猪年铁木真战胜王汗

后即位,又提到虎年建号称帝。 如《瓦萨夫史》(1312

年成书)提到伊斯兰教历 599 年成吉思汗与王汗在

班朱泥河发生战事,成吉思汗获胜,宣谕诸部归顺。

同时,书中也述及“癸亥”年帖卜·腾格里上尊号。􀃊􀁊􀁙

又如《班那卡提史》(截止到 1317 年的通史)在讲述

成吉思汗经历时,没有给出确切的年份,只是笼统地

提到,铁木真战胜王汗后被尊为成吉思,杀死乃蛮部

塔阳汗后当上了君主。􀃊􀁊􀁚托名帖木儿王朝兀鲁伯写成

的《四兀鲁思史》 (已佚,部分内容见《突厥系谱》与

《人类个人历史的传记之友》)中,上述两大事件都有

提及。􀃊􀁊􀁛莫卧儿王朝史书《阿克巴志》也是如此。􀃊􀁋􀁒

还有一些波斯史书,在伊斯兰教历 599 年和 602

年的两大事件之间,更强调和重视前者。 《世系汇

编》(1333 年成书)只提到伊斯兰教历 599 年成吉思

汗战胜王汗,登上王位,没有记载帖卜·腾格里上尊

号一事。􀃊􀁋􀁓 穆思妥菲的《武功纪》 (1335 年成书) 对

599 年和 603 年(可能是 602 年之讹)两个年份都有

提及,称前者是成吉思汗即位的时间,后者是帖卜·

腾格里上尊号的时间。􀃊􀁋􀁔可资对比的是,同作者的《选

史》(1334 年成书),只记载 599 年铁木真战胜王汗,

登上王位(没有提到班朱泥河之战)。 尽管书中也提

到战胜塔阳汗和建号成吉思之事,但并未记载这些

事件发生的时间。􀃊􀁋􀁕

相对而言,猪年战胜王汗的故事,得到更广泛的

接受和传播。 一些波斯史书讲述猪年战胜王汗故

事,比虎年上尊号要生动详细得多。 这表现为,一些

史书形成了高度相似的叙事模式,大致都包含“闻谋

告变”“班朱泥河之战” “饮浑水”这三个关键情节,

只是史书详略不一。 《世界征服者史》并没有提到饮

浑水之事,只是提到班朱泥河之战,反而对闻谋告变

着墨颇多。 《伊利汗天文表》 (1278 年成书)在讲述

班朱泥河之战时也没有提及饮浑水之事。 《蒙古纪

事》(1281 - 1285 年成书)讲述成吉思汗生平的唯一

事件,就是猪年成吉思汗建立功业,君臣在班朱泥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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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享食物。􀃊􀁋􀁖到了《史集》中,三个情节齐备,只是对

饮浑水着墨不多。

战胜克烈的故事,也是同时期其他语种史书讲

述成吉思汗经历的主题。 叙利亚史家把·赫卜烈思

(1226 - 1286)对成吉思汗建国经历的记载中,惟提

到伊斯兰教历 599 年成吉思汗战胜王汗一事,无建

号成吉思一事。􀃊􀁋􀁗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史家乌马里,

参考了《世界征服者史》的记载,讲述成吉思汗的崛

起经历,也只是提到战胜王汗一事。􀃊􀁋􀁘在亚美尼亚史

籍中,乞剌可思的《亚美尼亚史》(成书于 13 世纪 60

年代),在讲述成吉思汗经历时,只提到他是生活在

哈剌和林的鞑靼人的君主。􀃊􀁋􀁙 稍晚成书的瓦尔旦

(Vardan)所撰通史和葛里高尔(Grigor of Akanc')的

《弓手国族史》,都没有成吉思汗崛起的相关情节,只

是提到鞑靼人从秦等地区西侵。􀃊􀁋􀁚 《东方史菁华》

(1307 年成书)只讲述了成吉思汗神授汗权的传说

故事。􀃊􀁋􀁛上述著作都没有提到成吉思汗御极的历史事

件。 根据邱轶皓的研究,直到成书于 14 世纪的格鲁

吉亚《百年纪》(1212 - 1318 年编年史),才开始记载

班朱泥河之战后,成吉思汗战胜王汗,登上王位。􀃊􀁌􀁒

总体来看,伊利汗国的波斯文史籍,和其他蒙元

时代的多语史料,在战胜王汗和建号这两大具有御

极意义的事件之间,对前者更加强调。 这与元代汉

文史料呈现的面貌有着很大的差异。

三、元代史料中丙寅建号说的流行

元代汉文史料,以丙寅建号说为主流。 与成吉

思汗生平经历中的其他关键时间节点相比,丙寅建

号说如何通过“叙事的竞争”成为主流,这是本节关

心的问题。

如前文所述,大蒙古国时期,人们讲述成吉思汗

的事迹之时,往往都会提及征讨金朝的情节。 根据

曹金成的研究,到中统初年(1260 - 1261),耶律楚材

之子耶律铸仍重申耶律楚材的“庚午受命”说:“金

大安元年,河清上下数百里。 次年庚午,我太祖皇帝

经略中原……河清之征,太祖皇帝受命之符也。”􀃊􀁌􀁓中

原士人对征金事件的重视,来源于以自我为中心的

叙事视角。 不过,前述成吉思汗同时代的伊本·阿

昔儿和奈撒维,均提及蒙金战事。 这显示出无论东

西,在蒙古锋镝所到之处,时人都将征金视作成吉思

汗崛起的关键时间节点。

蒙古人自身怎样讲述成吉思汗的生平经历?

《元朝秘史》成书于大蒙古国时期,一定程度上反映

了官方立场。 《秘史》第 202 节记载虎儿年(1206)铁

木真在斡难河源建九斿白纛称汗,大封开国功臣。􀃊􀁌􀁔

在《秘史》撰写者的眼中,这是否标志着成吉思汗御

极呢?

早在《秘史》第 123 节中,就已经记载道,在铁木

真与札木合交恶,众人归附铁木真麾下之后,阿勒坛

等人拥立铁木真为汗。 值得注意的是,《秘史》将建

号成吉思的时间提前至此时。􀃊􀁌􀁕 并且以第 123 节为

界,《秘史》对成吉思汗的称呼呈现出明显不同的体

例。 第 123 节之前,《秘史》直呼其名铁木真。 123 节

之后,《秘史》一律称其尊号成吉思汗,只有在记述别

人的对话时才照录铁木真一名。 这表明《秘史》的撰

写者通过体例的区别,刻意强调铁木真第一次称汗

之时就已建号成吉思。 当然,《秘史》也在 202 节记

载成吉思再次即位,成为有毡帐的百姓之汗。 不过,

相比于其他史料仅强调丙寅建号,《秘史》反而对铁

木真第一次称汗一事颇有偏重。

《秘史》的记载,尽管与《史集》《元史》等其他史

料大相径庭,但是能够反映时人对成吉思汗御极的

一种独特看法。 沈曾植等学者已注意到,《重修文殊

寺碑》汉文部分(1326)记载“成吉思汗皇帝,即位之

年,降生察合歹”􀃊􀁌􀁖。 察合台之弟窝阔台的生年有确

切记载,可据以推测这次称汗应在 1186 年前。 可资

佐证的是,马可波罗一行于 1275 年到达忽必烈汗

廷,与《秘史》的修撰时间相去不远,马可波罗提到:

“1187 年时,鞑靼人推选一大勇大智大有手腕之人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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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,其名曰成吉思汗。”􀃊􀁌􀁗马可波罗提示的这一时间,

与《秘史》所载铁木真第一次称汗的时间颇为相近。

这显示出成吉思汗首次称汗的故事,并不仅限于汗

廷史乘。 到了明清时期,蒙古文史籍《蒙古源流》和

《阿萨剌黑齐史》,都继承了《秘史》将建号成吉思提

前的做法,没有丙寅建号的记载。 不仅如此,两书还

增添了即位的具体时间,分别是己酉年(1189)和水

虎年(1182)。􀃊􀁌􀁘上述诸说,虽然具体年份各不相同,但

大致都记载铁木真称汗在 1180 年代。 马可波罗和

明清蒙古史籍所记时间,可能是对铁木真第一次称

汗时间的不同讹记。

以《秘史》为代表的 1180 年代建国的记载,尽管

与铁木真建号的史实并不相符,但通过将称汗建号

的时间提前,突显了成吉思汗早早统帅诸部的天命

地位。 更为重要的是,《秘史》等史料的记载,反映出

蒙古人自身对统治合法性的独特理解。 邱轶皓的研

究指出,蒙古人是在击败花剌子模之后,产生出全新

的天命征服世界的观念。􀃊􀁌􀁙而蒙古人眼中成吉思汗统

治合法性的来源,依照《秘史》等史料反映的情况来

看,既不是战胜克烈和金朝,也不是击败花剌子模之

后的世界征服,而是首次称汗和建立汗号(提前至首

次称汗之时)。 第二次(丙寅年)即位称汗,则是因为

平定了有毡帐的百姓,扩大了蒙古政治集团的范围。

称汗建号被视作统治合法性的来源,这一传统

在元代汉文史料中延续下来。 不同之处在于,元人

保留了对建号成吉思的重视,但没有将建号与首次

称汗挂钩。 《圣武亲征录》等史料未记阿勒坛等上尊

号成吉思汗事,只强调丙寅年建号成吉思。􀃊􀁌􀁚元文宗

命修《经世大典》,将帝号放在开篇的位置,“君临天

下,名号最重,作帝号第一”,“至我太祖皇帝,而大命

彰,大号著,大位正矣。 于是东征西伐,莫敢不庭,大

王小侯,稽首奉命”􀃊􀁌􀁛。 这些记载体现出天命之下建

号正位,然后征服世界的逻辑,统治合法性并非来源

于征服。 在元代的汉文史料中,丙寅建号事件逐渐

固化为成吉思汗御极的标志,得到广泛的传播。 如

称太祖皇帝“肇启土宇,建帝号” “方尊位号,始定教

条”􀃊􀁍􀁒,类似的看法成为时人的普遍认知。

元代修撰实录,开始采用汉式的皇帝纪元,追述

祖宗事迹。 根据成吉思汗同时代人的观察,当时的

大蒙古国尚未采用成吉思汗纪元。 《蒙鞑备录》记

载:“珙每见其所行文字,犹曰大朝,又称年号曰兔儿

年、龙儿年,至去年方改曰庚辰年,今曰辛巳年是

也。”􀃊􀁍􀁓《黑鞑事略》称:“其正朔,昔用十二支辰之象,

如子曰鼠儿年之类。 今用六甲轮流,如曰甲子正月

一日或卅日,皆汉人、契丹、女真教之。 若鞑之本俗,

初不理会得,但是草青则为一年,新月初生则为一

月。 人问其庚甲若干,则倒指而数几青草。”􀃊􀁍􀁔上述情

况反映在《元朝秘史》当中,《秘史》采取的是十二生

肖纪年。 与之类似,《史集》也采用生肖纪年(同时还

有伊斯兰教历纪年)。 《圣武亲征录》采用的是干支

纪年。 由此可见,大蒙古国时期普遍采用生肖和干

支纪年。 太祖纪元的采用,应源自入元之后人们对

成吉思汗时代的追溯。 由于成吉思汗的早年经历缺

乏编年记录,首次称汗的时间在元代修撰国史时已

难以确知。 丙寅建号则在史籍中班班可考,可作太

祖纪元之始。 《通鉴续编》中已经开始采用太祖纪

元,纪元的起点正是丙寅建号。 《通鉴续编》虽为元

末南人陈桱编修,但书中有不少独家史料,很可能来

自元廷流出的《实录》。􀃊􀁍􀁕这反映出元修《太祖实录》

对太祖建号纪元的采用。 元代文献中,常见太祖某

年、太祖建帝号之某年、太祖皇帝正大位之某年这样

的表述。 在这些表述中,纪元的起点都是建号成吉

思的丙寅年。 太祖纪元的采用,强化了丙寅年的开

国御极意义。 可资对比的是,波斯文历表中也曾出

现一种成吉思汗纪元,以 1203 年为元年,是以铁木

真战胜王汗之后的年份,而不是以建号成吉思的年

份为起点。􀃊􀁍􀁖

铁木真战胜王汗的事件,在元人的讲述中,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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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不具有标志成吉思汗御极的特殊意义。 时人或将

征服克烈一事与征服乃蛮、西夏、金源、西域等并称,􀃊􀁍􀁗

或称“王可罕败走死,诸部以次服”􀃊􀁍􀁗,将征服克烈作为

平定诸部中最重要的一环。 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讲

述,1200 年成吉思汗与长老约翰(指王汗)交恶,发生

大战,成吉思汗战胜,逐渐占领其全境。􀃊􀁍􀁘1200 年的传

闻,可能是成吉思汗和王汗之间战事的一种讹说。 无

论如何,其重要性与丙寅建号不可同日而语。

成吉思汗生平经历的讲述,与统治合法性的塑

造息息相关。 蒙古帝国的建立与扩张依赖于军事征

服,但是按照塑造统治合法性的逻辑,军事征服是天

授汗权的结果。 正如《经世大典》所云,先“著号”

“正位”,后东征西伐。 称汗和建号,得以从战胜克

烈、讨伐金朝、灭花剌子模乃至征服世界等一系列事

件中“胜出”,成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。

四、总结

开国史如何讲述,这是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政

权普遍需要面对的问题。 与蒙元类似,辽金也是入

主中原的北族政权。 在辽金开国史问题上,苗润博

揭示辽朝本来明确的开国年代遭到了史官的全面

改写,形成了常见的 907 年建国说,这根源于王朝

汉化渐深以后对正统性、合法性的强烈诉求;􀃊􀁍􀁚邱

靖嘉认为阿骨打于 1117 年称帝建国,国号 “大

金”,建元“天辅”,《金史》所记 1115 年建国说乃是

出于金修《太祖实录》时的系统性建构。􀃊􀁍􀁛上述认识

都暗含了一个前提,那就是开国年代本来是明确清

晰的,只是经历了后世的改写。 本文表明,史事的

改写在蒙元时代同样存在,例如《秘史》对建号时

间的改写。 但是,发生在改写之前的是,首先得为

“开国”做出定义。 “开国”本身并不是确定不易的

事件,而是具有政治意味的叙事。 事件并不天然地

具有意义,关键在于如何为事件赋予意义。 大蒙古

国建立之前,北方草原长期以来诸部并立,未形成

统一的政权观念和族群认同。 铁木真在崛起之初

被拥立为汗,克烈部王汗表示赞许:“您达达每若无

皇帝呵,如何过?”􀃊􀁎􀁒 可见此时铁木真作为蒙古之

汗,仅局限于若干部族范围之内,并不包括以王汗

为首的克烈部等后来被视为蒙古的诸部族。 随着

铁木真的东征西讨,越来越多的草原部族被纳入蒙

古旗帜之下。 在蒙古扩张的过程中,统治者并未有

意识地通过某一具体的“开国”事件来获取政治合

法性。 在成吉思汗开启征服世界的进程之后,不同

地域出身、文化背景和政治立场的人们,对蒙古开

国有着不同的看法和选择,基于不同心态的叙事因

而产生。 围绕着如何讲述成吉思汗御极,不同的历

史事件形成了“叙事的竞争”。 在成吉思汗同时代

人的意识中,成吉思汗御极的标志性事件尚未出

现。 在成吉思汗时代之后,如何选择那些有 “意

义”的事件,来完整地讲述这位世界征服者的生平

故事,成为蒙古历史的讲述者们面临的问题。 以

《元朝秘史》为代表的铁木真首次称汗说,以及分

别以战胜王汗、建号成吉思这两个事件为标志的猪

年御极和虎年御极说等不同说法在蒙古社会中产

生。 上述说法在不同语言文化环境中,呈现不同的

流行程度。 猪年战胜王汗而即位的叙事,先后为

《世界征服者史》和《史集》所记录。 由于《世界征

服者史》和《史集》对波斯文历史写作的巨大影响,

尽管虎年建号说亦有记载,但相对而言猪年说在伊

利汗国的史籍中间更加流行。 从正统性的角度来

理解,相比于战胜王汗,称汗和建号的象征意义不

在于政权从何人何处夺取,“成吉思”的称号显示

了强大汗权的普适性,更符合 “正名” 的政治习

惯。􀃊􀁎􀁓《秘史》中首次称汗、建号成吉思的说法,反映

了蒙古官方立场,并为明清蒙古史籍继承。 铁木真

首次称汗即建号成吉思的说法,当然并不符合史

实。 其作用在于,通过将建号时间提前,巩固成吉

思汗长期以来就是蒙古诸部统治者的正统地位,这

体现出称汗建号对构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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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寅建号与太祖纪元相结合,成为汉文史料中元人

对蒙古开国史的普遍认识。 蒙古开国史的书写,经

历了选择、流传、改写、定型的复杂过程。

本文的写作得到张帆、邱轶皓、曹金成的指导,

谨致谢忱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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